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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ploring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haring leadership on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is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 of "how to stimulate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Based 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self-recognition theory,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novative self-efficacy as a mediating variable and emotional 

commitment as a moderating variab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ing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and constructs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Through the effective sample data of 188 employees from high-tech 

enterprises, th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model is empirically test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sharing leadership not 

only has a direct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but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s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innovative self-efficacy; emotional commitment positively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haring leadership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Th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emotions 

commitment on sharing leadership and employees' innovative behavior is brought into play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novative self-efficacy.  

Keywords: Sharing leadership, innovation self-efficacy, emotional commitment, employee innovative 

behavior 

分享型领导何以激发员工创新行为？ 

——论创新自我效能感和情感承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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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究分享型领导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是理解“如何激发员工创新行为”问题的新视角。以社会交换理论

和自我角色认同理论为基础，在分享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中引入创新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情感

承诺作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通过对 188 份来自高新技术企业的员工的有效样本数据，

实证检验了理论假设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分享型领导不仅仅对员工创新行为有直接正向影响，还通过创新自

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显著影响员工创新行为；情感承诺正向调节分享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情感承诺

对分享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向调节作用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中介作用得以发挥。 

关键词：分享型领导, 创新自我效能感, 情感承诺, 员工创新行为 

1.前言 

“十四五”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实现全面塑造发

展新优势的关键五年，为实现我国经济的稳中有进，

就需要在挑战中，不断的发掘创新点，培育创新新动

能，开辟新的发展局面。面对充满变数的生存环境，

企业需要进行比以往更多的创新活动，在高风险，高

难度的创新活动中，企业内各种资源的协调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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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优秀的企业领导人的谋划和组织。 

新的领导力概念不断被学者们提出和研究，如包

容型领导[1]，自我牺牲型领导[2]和分享型领导[3, 4]等。

如何激发员工产生新的创新想法，并将创新想法落实

为具体的创新产品，如何构建和谐的领导—员工关系

以实现持续的创新[5]，成为现今许多企业领导者面临

的关键问题。纵观现有的领导力研究，可以看到新的

领导行为倾向于去中心化、共享和价值生态，这种新

的研究趋势更关注于企业领导者的自我超越，以“分

享、舍得”的视角[6]建立新型、和谐的领导—员工关系。

同样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概念不断向管理学

领域迁移，如积极情绪，内在工作动机，基于优势的

心理氛围[7]等，跨领域、跨学科间理论的交流愈发密

切，这使得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视角更加开阔，

研究也更具新颖性。 

纵观已有文献，发现关于分享型领导和员工创新

行为两者关系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第一、分享型领

导作为一种新颖的领导方式，相关研究仍处于理论探

索阶段[3, 4]，其后果变量、作用机制等实证研究较为缺

乏。在原有领导力的研究当中，学者们在领导特质、

行为、权变能力、领导—员工关系、行为绩效等方面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倾向于领导和员工互动

关系的态度、情绪、权威等影响过程[3, 4]，却忽视了对

于员工在物质、资源等层面的激励过程，这显然不利

于全面了解领导实践行为。分享型领导力的新提出，

虽然弥补了这一不足，但其后果变量的研究少之又少。

第二、关于分享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

现有研究还未曾对其有清晰的阐释和实证支持。鉴于

此，本文将创新自我效能感和情感承诺这两个变量，

纳入分享型领导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整体分析框架，

尝试通过实证检验，揭开分享型领导的作用“黑箱”。

希望能够拓展分享型领导的后果变量的研究，也希望

能够在企业实践方面，为领导充分发挥分享型领导力

以激发员工创新行为提供新的理论参考。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 分享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 

分享型领导是领导者主动与下属员工分享资源、

福利、利益并积极创造机会让员工参与企业决策过程

的一种领导方式[3]，分为利益分享和决策分享。分享

型领导关注的重点在于领导过程中利益和决策权的

分享问题。分享型领导是一种介于垂直性领导和分布

式领导的领导方式，对于领导权力和影响力的适中搭

配，有利于缓解“家长式的权威”，并提升下属员工的

创造性。龙立荣和陈琇霖则从企业和谐角度认为，分

享型领导指领导主动将个人应得的资源、发展成果与

员工互惠分享，以实现企业和谐的行为表现[4]。主要

包含名利分享和权力分享。名利分享指的是领导者将

自身的一部分经济或名誉利益让渡给下属员工；权力

分享指的是常见的决策参与也含有一些能降低权力

距离的特权（如专权使用的设施）。 

员工创新行为指“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产生创新

构想或问题解决方案，并将其付予实践”的行为。创新

过程可分为创意产生和创意执行两个阶段[9]。前者是

探索新知识，产生新想法的过程；后者是将创意落实

为结果的过程。创意从产生到落地实现的整个过程，

需要大量的资源和权力支持。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

的行为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人们之间的交互活动，是

为了追求个人利益，领导和员工之间也同样存在着某

种交换关系。利益分享意味着领导者将资源、利益等

与员工分享，这种行为的本身，基于一种“舍即是得”

的理念[6]，即让渡自身利益，使得下属员工受益时，

能够基于互惠原则[10]，产生更有价值的行为。领导进

行合理的利益分享能够提升员工的获得感和组织支

持感[11]，能够促进员工创造力的提升。权力分享指领

导者积极向员工提供参与企业决策的氛围和机会，是

一种鼓励员工建言献策的领导方式，其本质是一种授

权行为，通过管理权力的授权，能够赋予员工较多的

自主权力，具备开拓新想法和容纳创新风险的空间，

使得员工的创新潜力在低顾虑的环境下更好的转化

为创新实践[12]。在权力分享的同时，员工也得到了心

理授权[13]，积极心理学许多研究表明，得到尊重、信

任员工能够提升创新的内部动机[14, 15]，积极影响员工

的创新行为。因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H1： 

H1: 分享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影响。 

2.2. 创新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创新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能够在特定任务

或工作中表现创新行为的能力和信心的评价[16]。其实

质在于个体创造性达成创新目标的信念，兼顾创新行

为的过程和结果[9]。该概念最初源于 Bandura 所提出

的“自我效能感”，意为“个体对自己达成某项任务或

工作行为能力的信念”，该概念强调从个体觉知视角

出发的主观感受，而非个体具有的能力本身。自我效

能感与人们的思维、动机、行为联系密切，直接影响

着个体的选择、情绪、策略、耐性等多个面向[9]。融

合 Amabile 的创造力理论，Tierney 与 Farmer [16]提出

“创新自我效能感”，为创新行为的研究开拓了个体认

知层面的新视角。有研究表明，领导者的行为能够对

员工的内在感知、努力程度和效能预期等多个方面产

生直接影响，是创新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前因变量[18, 19]。

分享型领导则是通过利益分享和权力分享两种途径

表示对员工创新的支持态度，利益分享可以看作一种

“外在奖赏”，外在奖赏是指工作之外的成果，通常针

对员工的创新行为[20]。外在奖赏作为一种激励源，能

够弥补员工创新活动消耗的时间、精力和认知投入，

增加员工的获得感，有利于员工积极配合领导者的创

新思路和方案，促进共同的创新行为。分享型领导可

以基于合理的授权行为，给予下属员工的决策参与权

限，能够使得其具有建言的空间和施展才华的更多机

会，决策分享能够提升员工的尊重感知和组织支持感，

提升其面对创新困难的信心。同时，员工能够在参与

决策的同时积极分享自身的知识[14]，促进团队成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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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沟通，有助于产生具有创意的想法。分享型领

导适当授权能够激发员工创新主动性，使得员工在内

在创新驱动的条件下，有信心持续努力的完成创新任

务[14]。因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H2： 

H2: 分享型领导对创新自我效能感具有正向影

响。 

在对于环境、人和行为的交互构面中，自我效能

感作为一种认知变量，最适当描述人的动机、情感和

行动[22]。Ford 认为自我效能感是能够激发个体创造行

为的一个关键动机因素[23]。Luthans 认为具有高自我

效能感的员工能够积极调动各种资源，促进工作任务

顺利完成[24]。基于创新的内在动机理论，创新信念对

于创新过程有极大的重要性，创新过程充满了困难和

挑战，还面临失败的风险，拥有高创自我效能感的员

工，才能不畏艰难，持续保持积极的创新意愿，为创

新活动付出努力[24]。因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 H3： 

H3: 创新自我效能感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正向

影响。 

在众多关于环境变量（如组织创新氛围、领导力

等）和创新行为（创造力）的研究文献当中，创新自

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被广泛研究，可见其重要性，员

工对于组织氛围、领导力的感知都能调节其创新自我

效能感，进而重塑其创新意愿和行为[25, 26]。例如顾远

东和彭纪生验证了创新自我效能感能够介导组织创

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的关系[9]。李朔等在创业型领

导对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中，证实了创新自我效

能感的中介作用[19]。分享型领导能够兼顾下属员工的

个人利益诉求和创新的内在动机，同时给与创新员工

的外在激励和内在支持，给与员工的管理授权和心理

授权[27]，有助于减少员工创新顾虑，激发员工创新意

愿，鼓舞其实现创新目标的努力，能够积极影响员工

创新行为。由此可见，创新自我效能感可能在分享型

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基于

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H4: 

H4: 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分享型领导与员工创新

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情感承诺的调节作用 

组织承诺是员工对于组织价值的认同度，反映出

员工的情感归属程度[28]。Meyer 等学者认为组织承诺

具备 3 个维度：情感承诺、持续承诺和规范承诺，分

别反映情感依附性、离开组织的成本对于个人行为的

约束性和感知到的个人责任感[29]。三个维度中的情感

承诺最为核心，重点体现了员工对于组织的认可度、

忠诚度和责任感。基于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

当员工对于组织的认同度提升时，才能具备良好的

“主人翁”意识，自动的将组织的目标和自身的想法和

行动趋于同步，将个人的才智积极投入到组织目标的

实现中[30]。当员工处于高情感承诺时，具备高认同、

高责任感的员工将会更加理解分享型领导的利益分

享行为和权力分享行为，积极构建领导-员工的良好

交互关系，更加考虑组织和团队其他成员的共同利益，

愿意知识分享，体现良好的组织公民行为[31, 32]，提出

有益于组织创新的想法，并自愿的执行创新行为[33]。 

结合上文的论述，分享型领导能够提升员工的创

新自我效能感，进而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由于处于高

情感承诺的员工，在高自主动机的驱使下，会积极配

合分享型领导的创新思路和举措，有利于增加其面对

特定创新任务时的信心和抗风险韧性，将创新想法全

力的落实下去。与之相反，处于低情感承诺的员工，

对于组织的利益可能关心度不够，也不愿意尽力配合

分享型领导的创新思路，甚至表现冷漠，不愿意进行

成员间的知识分享和沟通[34]，不利于创新想法的产生

和执行。据此本文可以推测： 

H5：情感承诺正向调节分享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

为的影响。情感承诺程度越高，分享型领导对员工创

新行为的影响越大；情感承诺程度越低，分享型领导

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越小。 

H6:情感承诺对分享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正

向调节作用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中介作用得以发挥。 

综上所述，构建的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框架图 

3.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本次调研通过问卷调研方式对研究数据进行收

集。调查对象为江苏、浙江等地的高新技术企业，样

本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18 年）进

行选取，样本企业涉及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机械制

造等多个技术领域。问卷对象以这些企业中研发部门

研发人员为主，包含部分企业管理人员。通过校友网

络、MBA 学员的关系网络，进行问卷的发放和回收。

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 300 份，回收 220 份，通过剔除

缺漏严重、答案规律性的问卷 32 份，最终得到有效

问卷 188 份，有效回收率为 62.67%。 

3.2. 变量测量 

本次调研在充分借鉴国内外被许多学者多次证

实的成熟量表，它们具备良好的信度、效度。通过

Likert 五点量表进行测量，1 表示“完全不同意”，5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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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非常同意”。 

分享型领导。基于龙立荣和陈琇霖[34]开发的分享

型领导量表，从名利分享和权力分享两个维度对分享

型领导进行度量，共 10 个题项，如“领导经常将归属

自己的荣誉让给下属”，“领导将自己的部分收入作为

奖金分给下属”，“领导经常和下属沟通交流，一起做

决策”等。Cronbach’s α 值为 0.919，量表信度良好。 

员工创新行为。主要采用 Scott 和 Bruce[35]所编

制的测量量表，共 6 个题项，如“工作中，我会尝试运

用新的技术与方法”等。Cronbach’s α 值为 0.827，量

表信度良好。 

创新自我效能感。主要采用 Tierney 和 Farmer[16] 

编制的测量量表，包含 3 个题项，如“我有解决问题

的创造性方法”等。Cronbach’s α 值为 0.842，量表信

度良好。 

情感承诺。主要采用 Meyer 和 Allen[29]编制的测

量量表，共包含 6 个题项，如“我对这个企业有强烈

的归属感”等。Cronbach’s α 值为 0.860，量表信度良

好。 

此外，参照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研究文献，将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职级作为控制变量。 

4.数据分析与结果 

4.1. 同源方差检验 

同源方差是指由于研究中采用了共同方法，而造

成的一种系统性的偏差。由于本文数据均是由问卷调

查的方式获得，可能存在同源方差的干扰。对题项进

行 Harman 单因素检验，采用 Spss22.0 软件对所有核

心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在未旋转的条件下，析出 4 个

特征值大于 1 的主成分。首个因子的方差解释量为

29.568%，低于 40%，所有题项的解释总变异量为

72.450%，因此数据的同源方差处于可接受范围。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继续采用 Amos24.0 对不同因子模型进行了

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1 所示。其中，各指

标值均显示出四因子模型要优于其他因子模型

（χ2/df=1.064<3； GFI=0.911>0.9；CFI=0.992>0.9；

RSMEA=0.018<0.08），表明四因子模型在统计学意义

上是显著的，所以各量表区分效度良好。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2/df GFI CFI RSMEA 

模型 a 1.064 0.911 0.992 0.018 

模型 b 2.715 0.680 0.785 0.096 

模型 c 2.702 0.672 0.777 0.095 

模型 d 6.923 0.457 0.485 0.178 

注： FXLD：分享型领导；CXXN：创新自我效能感；QGCN：情感承诺；YGCX：

员工创新行为。a：FXLD，CXXN，QGCN，YGCX；b：FXLD+CXXN，QGCN，

YGCX；c：FXLD+CXXN，QGCN+YGCX；d：FXLD+CXXN +QGCN+YGCX。 

 

4.3. 相关性分析 

通过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可以对变量间关系进

行预判，通过 Spss22.0 对各变量相关性分析的结果如

表 2 所示。可见主要的变量间均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

性，初步支持了本文所提假设，因此可以进行后续假

设检验。 

表 2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变量 MEAN SD 1 2 3 

1.分享型领导 3.343 0.586    

2.创新自我效能感 3.181 0.443 0.601**   

3.情感承诺 3.597 0.532 0.238** 0.439**  

4.员工创新行为 3.189 0.487 0.665** 0.678** 0.584** 

4.4. 层次回归分析 

研究采用分层线性回归的方法对所提假设进行

实证检验。对于中介效应的检验，将参照 Baron 和 

Kenny 提出的程序进行[36]，回归所得结果如表 3 所示

（见最后页）。M6 中分享型领导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

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β = 0. 508，p<0. 001)，表明分享

型领导能够显著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即领导的利益分

享和权力分享行为越多，员工越能够产生创新行为，

H1 得到支持。M2 表明，分享型领导显著促进创新自

我效能感（β = 0. 427，p<0. 001），即领导越愿意分享，

员工对于完成创新任务的信心越强，H2 得证。M7 模

型显示，创新自我效能感对于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

正向影响（β = 0. 691，p<0. 001），表明创新自我效能

感能够显著促进员工创新行为，H3 得到支持。M9 在

M6 的基础上加入了创新自我效能感（中介变量），M9

与 M6 相比，模型的 R2 值明显变化，并且在 M9 中，

自变量分享型领导与中介变量创新自我效能感的系

数均显著，说明加入中介变量是有意义的。加入中介

变量后，分享型领导的系数由（β = 0.508，p<0. 001）

变为了（β= 0.321，p< 0. 001），因此，创新自我效能

感在分享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中起着部分中

介作用，H4 得证。 

在验证情感承诺在假设模型中的调节效应之前，

首先应避免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研究对于分享型领

导和情感承诺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对处理后的变量进

行乘积得到分享型领导和情感承诺的交互项。由表 3

中的 M4 可知，分享型领导和情感承诺的交互项正向

调节分享型领导对创新自我效能的影响，交互项系数

（β = 0.164，p<0.01），在 M6 的基础上添加调节变量

和交互项得到模型 M8，分享型领导和情感承诺的交

互项显著（β = 0.178，p<0. 01）正向调节分享型领导

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H5 得证，由 M10 可知，组

织情感承诺对分享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的调节作

用能够借由创新自我效能感得以发挥，交互项系数（β 

= 0.139，p<0. 05），H6 得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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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创新自我效能感 员工创新行为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性别 -0.091  -0.086 -0.093  -0.072  -0.066 -0.06 -0.003 -0.049 -0.022 -0.032 

年龄 -0.138 *** -0.084**  -0.058*  -0.053  -0.193*** -0.129*** -0.097*** -0.082** -0.092** -0.069** 

受教育程度 -0.010  0.003  0.001  0.006  -0.013 0.003 -0.006 0.004 0.001 0.002 

工作年限 0.025  0.003  0.002  -0.001  0.049 0.023 0.031 0.017 0.021 0.017 

职级 -0.055  -0.046  -0.045  -0.046  0.006 0.018 0.045 0.018 0.038 0.029 

分享型领导  0.427*** 0.382***  0.407 ***  0.508***  0.464*** 0.321*** 0.367*** 

情感承诺   0.247***  0.264***     0.405***  0.342*** 

分享型领导*

情感承诺 

   0.164**     0.178**  0.139* 

创新自我效

能感 

      0.691***  0.438*** 0.238*** 

R2 0.098** 0.402*** 0.482*** 0.497* 0.149*** 0.506*** 0.506*** 0.684*** 0.601*** 0.707*** 

F 3.955** 20.257*** 23.886*** 22.134*** 6.381*** 30.874*** 30.946*** 48.321*** 38.714*** 47.769**

* 

R2 变化 - 0.304 0.08 0.016 - 0.357 0.357 0.178 0.095 0.106 

注：*表示 p<0.05，**表示 p<0.01，***表示 p<0.001 

5.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通过对于来自 188 份收集来自江苏、浙江等地高

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分层回归，实证分析了分

享型领导对于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同时检验了创新

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和情感承诺的调节作用。研究

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1）分享型领导对于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

正向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分享型领导能够显著促进

员工创新行为，这与徐振亭等[2]对于自我牺牲型领导

对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的研究结果具有

相似性。同时，与王宏蕾等[37] 对于授权型领导与员

工创新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研究结果具

有相似性。 

（2）创新自我效能感介导分享型领导与员工创

新行为的关系。分享型领导通过创新自我效能感显著

促进员工创新行为；分享型领导对于提升员工的创新

自我效能感具有积极意义。分享型领导兼顾了利益分

享和决策分享，能够在物质激励，管理授权、心理授

权多个面向对于创新员工产生积极的影响，提升其对

于完成特定创新任务的信心和持续性。本研究揭开了

分享型领导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黑箱”，使得对于员

工创新行为的前因变量研究更加丰富，也为分享型领

导后续的相关研究开拓了思路。 

（3）情感承诺正向调节分享型领导、创新自我效

能感及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情感承诺作为个体

对于组织的价值认同度的衡量指标，对于员工创新行

为以及领导-员工关系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实证结果

表明，具有高情感承诺的员工，更有利于提升员工创

新自我效能感在分享型领导对于员工创新行为影响

的中介作用。 

5.2. 管理启示 

本文实证结果对于企业中创新创业、构建和谐的

领导—员工关系实践具有一定程度的指导意义。 

（1）领导层面上，通过研究发现，分享型领导能

够通过利益分享和决策分享提升员工的创新行为。意

味着领导需要根据员工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不断的提

升自身素养，根据不同的创新任务适当的调整领导风

格，能够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员工自我角色认同理论，

在物质和心理两个方面，构建一种和谐、有序的团队

氛围，不断支持员工、鼓励试错、大胆创新并向失败

学习的良好创新环境。提升员工的价值感、组织认同

感和自驱力，增加员工的幸福感，使得创新的整个过

程充满关怀和积极性，实现创新的目标。 

（2）员工层面上，对于自身的角色认同应当有清

晰的认识，在团队协作的过程中发掘自身对于整个团

队的价值，树立起主人翁意识，能够积极的与领导协

同，与其他成员沟通交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提

升创新自我效能感，能够为创新目标的实现投入时间、

精力和才智，将创新想法落实落地，实现集体目标的

同时，实现自身的全面提升，获得工作的幸福感。 

5.3. 局限和研究展望 

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分享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

的研究，但是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需要进一

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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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对于中介效应的探讨当中，仅仅考虑了员

工创新自我效能感这个变量，分享型领导对于员工创

新行为的影响关系中，可能存在其他的重要中介变量，

如工作重塑等值得深入研究，同时，未来可以进一步

拓展分享型领导的其他后果变量研究。

（2）研究所用的数据本身是截面数据，如果研究

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时，现有研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

未来研究可长期追踪关键变量的数据，同时将多种类

型的企业纳入样本范围，以便扩大研究结果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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